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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年前，武汉请来一位“洋厂长”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完完颜颜文文豪豪

武汉，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一片方形小树林，
只有四分之一足球场大小，被周边密集的厂房和
嘈杂的机器声包围着。

深绿色的冬青树叶，掩映着一位德国人的半
身铜像。它太不起眼了，倘若不细看基座上的文
字，路过的年轻人或许根本想不到，30 多年前，这
位德国人给这座城市带来的震撼与轰动。

3 公里外，古五路以西，解放大道以南，几栋
老旧楼房与新的高层住宅楼，交错坐落在一起。
74岁的夏发有，费力搜罗着脑袋里的记忆碎片，
向记者拼接出有些遥远的工厂场景。

这块土地曾经见证了一个明星国有工厂的兴
盛与衰落。如今，这里除了几栋职工宿舍楼，再也
找不到工厂存在过的痕迹。

1984 ，“突破之年”

1984 年 9 月的一天，当 65岁的德国退休专
家威尔纳·格里希，拖着一个大皮箱，从德国辗转
北京，到达汉口火车站时，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着前
所未有的变化。

在次年初的新华社报道中，1984 年被称为
“突破之年”而载入我国史册。

这年暮春，我国自制的运载火箭，把试验通信
卫星送到三万六千公里高空，定点在与地球同步
的轨道上，开始了通信、广播和电视传送等试验。

夏天，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美国洛杉矶发出
清脆枪声，夺得第 23 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突
破了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记录。

秋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加快以城市
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冬天，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解决香港
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
博得全世界称道。

“个子高高的，一头白发，瓜子脸，看起来严肃
直率，聊起天来却活泼亲切。”87岁的武汉市外事
办原副主任吕志清，还记得在火车站第一次见到
格里希的场景。

这次见面的两年前，武汉市就与格里希的故
乡联邦德国杜伊斯堡市，结成友好城市，开展了多
项合作交流，其中之一是邀请德国退休专家到武
汉担任技术顾问和咨询。

1983 年 7 月 8 日，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
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谈话，“要利用外国智力，
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
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
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要扩大对外
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

5 个月后，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派出了
第一批 3 位退休专家到武汉，在几家国营工厂里
担任技术咨询。

次年，格里希到了武汉，作为发动机制造和铁芯
技术专家，他被安排到武汉柴油机厂做技术咨询。

1963 年，19 岁的夏发有，进入武汉柴油机
厂，当上一名模具钳工。此后几十年的工厂岁月
里，他最乐意谈起的，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是这家国有工厂最辉煌的时期，工人干得
起劲。“加班没有报酬，不让哪个工人加班他还不
高兴。”夏发有回忆。常州柴油机厂跑来学习经验，
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年代，武汉柴油机
厂曾被评为武汉市首家“大庆式企业”。

然而，在格里希到来之时，这个曾制造出新中
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工厂，已经失去了往日的
荣光，像一头年岁已高的老牛，喘着粗气，满身是
伤，吃力地活着。

这家建立于 1954 年的老牌国有企业，此时已
有太多弊病，让这位退休专家无法忍受。

工厂管理混乱，职工劳动纪律涣散，产量和质
量均居全国同行业之末；铸造车间只有 1937 年的
生产水平，机器设备都是 1960 年代之前的产品；
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比较差，尽是别的工厂不要的
老弱劳力；工厂一年亏损 500 万元……

破天荒的大新闻

当时间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城市经济体
制综合改革的大幕尚未完全拉开，除了京、津、沪
三个直辖市外，各大城市都是省辖市，国家以省作
为经济单位，经济计划通过省来安排。在全国范围
内，一大批 1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经济管理
和经济决策权限较小，无法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
心作用，条块分割、区域封锁情况严重。

“当时全国的省市关系非常不好，武汉这么大
的城市，没有任何权限。”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伍新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

这位 75岁的老人，曾是武汉市改革开放的重
要参与者和见证者，脑袋里装着一长串改革的故
事。他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武汉港是最特殊的，几
十公里的港口，由上百家部门分管着，90% 的码
头都闲置着，利用率极低。”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推开之前，大城市
的一些国有企业，仍在吃着国家的“大锅饭”，只按
计划生产，不关心产品销路和赢利亏损。

1984 年 9 月，1 米 8 的高个子德国老头，开
始穿梭于柴油机厂的各个车间，不时地停下来在
小本上写写画画。他在当时的工作日志中，详细地
记录着每个车间里细小的缺陷：柴油机的机油循
环系统和水循环系统实在太脏了；质量检查员用
的量具，精确度没有达到要求；试车房门口，大约
有 50 台柴油机放在露天场地，遭到了雨淋和灰尘
的污染；许多车间和部门，经常见不到生产负责
人，劳动强度和工作紧迫性，几乎等于零……

“总装车间应当洁如医院，而实际情况距此何
止千里！车间领导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这一切都
必须改变，方能提高装配质量。”

在多次与厂领导座谈中，格里希都会苦口婆
心地提出改进意见。初到工厂的一个多月，他经过
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十万字的咨询意见，提出
了一百多条合理化建议，他的《关于整顿武汉柴油
机厂的计划方案》，大到工厂组织机构方案，小到
机床上锋利度不符合要求的刀具。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丝毫改变。“我针对
质量问题提出的措施办法，未有任何进展。我没有
时间再继续等待了，希望尽快地改变现在这种状
况。”格里希非常焦急。

吕志清仍记得，厂领导表面上虽然尊重他，但
行动上却迟滞不前，“当时的厂领导只为了追求产
量，完成生产计划，而柴油机的质量问题依旧未能
解决。”

“我不是来消磨时间，我从心里是想帮助你们
的，如果我是厂长，柴油机的质量、产量都会得到
提高。”

当吕志清从翻译那里听到格里希这番话后，
决定向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汇报，“没有给予他
权力，工厂的面貌就无法改变。”

吴官正沉思了一会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对吕志清说：那就给他有职有权，聘任他为厂
长，这件事我马上与市委书记通气。

很快，武汉市领导决定正式聘任格里希为武
汉柴油机厂厂长。

国有企业让一位外国人当厂长，这在全国都
是破天荒的大新闻。50 多岁的快车司机肖师傅，
年轻时曾在武柴旁边的武汉市粮食局工作，还清
晰地记得，“武柴来了个‘洋和尚’，当时全城都在议
论这个事。”

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获悉此事后极为赞赏，

肯定武汉“大胆走了第一步”，“将引起全国的注
目”。

翻开武汉改革开放史的卷轴，这次轰动江城
的聘任，只算是其间的“一小步”。

1984 年 5 月 21 日，在得到中央批复后，武汉
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省
会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被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
权限，中央、省属在汉企业原则上下放到武汉市。

一个月后的 6 月 29 日，吴官正市长宣布：武
汉三镇市场向全国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
私，一律欢迎来武汉投资办厂做生意，打破地区和
部门垄断，鼓励全民、集体、个人一起兴办服务业
和交通运输业，保护竞争。

在伍新木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体现
在先行先试，看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开放汉正街
小商品市场；最早放开菜价，让市场发挥作用；武
汉荷花洗衣机厂公开招标采购，被誉为新中国“第
一标”……在全国范围内，这一系列大胆的尝试，
让武汉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

尽管如此，在吕志清记忆中，当时人们的思想
仍然相对保守，对改革开放认识不够。格里希当武
柴厂长的消息，一经公布，在国有企业中就流传着
一种说法，“他是格里希(西)，我就是格里东，我要
东风压倒西风。”

工厂里的工人，心里有些震动，在背后窃窃私
议“一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当厂长还不是
瞎指挥？”

“洋厂长”的“三斧头”

一片质疑声中，武汉市委、市政府力排众议，
不仅赋予格里希厂长应有的权力，还将武柴列为
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探索改革开放大背景下
企业搞活之路。

1984 年 11 月 1 日，格里希走马上任。在当天
的就职讲话中，这位“洋厂长”宣布在不花费新投
资，利用现有的机器设备，采用最现代化的管理方
法，以严治厂，创造出质量高、使用寿命长的柴油
机。

铸造车间是工厂的核心车间，是全厂的基础，
但当时铸件的废品率高达 30%-40%，那一年常州
和无锡两家柴油机厂废品率只有 7%-8%，这使得
武柴产品的成本价格升高。机械加工误差很大，总
装也不按图施工，检查起来主体清洁度脏物有
5000 多毫克，导致柴油机耗油短命。

最终，这位新厂长，发现了导致产品质量差的
致命因素——— 工厂质检部门形同虚设。240 个零
部件，其中 180 个是外协件，“质量差得叫人头疼，
质检部门不严格检查，直接进厂”；不少计量室有
些昂贵、精密的仪器，都盖上了塑料罩，当作展览
品，“有 2 台测量装置躺着睡了两年大觉”；质检人
员大多是老弱病残和有关系的人，有的连游标卡
尺都不会使用；质检部门地位低，属工程师领导，
层次多，没权。

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质检科科长竟然还不
会做精确的测量工作，更无法去指导工人做精确
的测量工作，工厂总工程师和质检科科长甚至不
下车间。

在 11 月 15 日的工作日志中，格里希写道：
“从他俩的专业知识来看，是不称职的。我对他们
的工作观察了 14 天，令人很不满意！”

4 天后，他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厂的决定，免去
这两名干部的职务。同时，将质检科划归厂长领
导。

1984 年底，24岁的梁东，武柴设计科一名助
理工程师，1 米 63 的个头，给格里希当英语翻译

及工作助手，在工厂里每天要小跑着，才能追得
上大步走的格里希。

她仍记得，当助手那些日子“很痛苦、很
累”，“格里希经常一个人跑到试验室，测试发动
机的噪声曲线、油耗曲线，发现问题立即把我叫
过去，限定 3 天内拿出解决方案，时间一到就找
你要方案。”

那段时间，这位新厂长，每天背上一个工具
包，装着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穿行于车
间，用卡尺检测零件精度，吸铁石检查机器里是
否有铁屑，白手套摸摸机器是否清洁，时刻准备
着检验产品的质量。

65岁的白发老头，不知疲倦地迈着大步，
行走在工厂的角角落落。他常说的一句话，“检
验部门是厂长的眼睛”。为了练就一双“火眼金
睛”，他打破干部任职惯例，亲自考察、聘请了新
的总工程师、研究所所长及质检科正副科长，要
求他们深入车间，“希望以后不要经常在办公室
看到你们”。亲自给检验人员上课，教他们熟练
使用检验工具。

一套严格的质量检验体系，在这家老国企
里建立了起来。

老职工夏发有还记得，那个年代的国有企
业，工人多，岗位少，广就业。“一天 8 小时，不少
工人磨洋工，出工不出力。”

格里希在武汉的其他国有工厂，也注意到
工人工作态度的问题，“上班看报睡觉，想走就
走。”武柴当时有职工 1800 人，实际上 1200至
1400 人就足够了。有一次在工具车间仓库里，
他发现有人竟在上班的时间看小说。

在工作日志中，这位严谨较真的厂长，算了
一笔细账：工人都没有遵守上下班时间，每天每
个人少干 70 分钟工作，每天全厂浪费工作时间
2024 个小时，每个月为 50500 个小时，每年为
60 万个小时。“当然，不是全厂所有的人都这
样，但说明数字很惊人。”

上任厂长后，他在武柴推行了严格的 8 小
时工作制，7 点钟上班，不是 7 点钟进厂门，而
是 7 点钟开动机器进行生产。有些日子，他还亲
自跑到工厂大门口，检查考勤，扣发不守厂规职
工的工资，力图改变这种敷衍的工作态度。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都会提到格里希上
任伊始连砍“三斧头”。

针对工厂的积弊，他第一斧头砍向涣散的
劳动纪律，每天厂长应第一个到厂，车间主任应
第一个到车间，工厂里懒洋洋的情景消失了。第
二斧头砍向混乱的管理方式，从厂长到管理干
部都要深入车间，解决生产问题，不能坐办公室
瞎指挥。第三斧头砍向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将安
置“关系户”的质检科“大换血”，变成高效的管
理中枢。

一封市长的回信

1985 年 1 月，武柴的铸件废品率从百分之
三十几，下降到百分之十几，柴油机机油消耗降
低了一半，另外几项重要的性能指标有了明显
改善，工厂的技术和管理迅速改观。

工人中的质疑声慢慢变成了赞叹声。武汉
市十家大中型国有工厂的厂长，分批去武柴，跟
着这位“洋厂长”现场见习。当地媒体称他为，工
业战线上的“大松博文”。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
的朱镕基，称他为“质量先生”。

1985 年 1 月 6 日，《长江日报》的头版头
条，罕见地刊登了一名普通工人和市长吴官正
的往来信件。

数天前的一个深夜，这名工人在写给吴官
正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外国厂
长能办到的事，中国厂长为什么办不到？

“有的企业领导干部有这样的习惯：一杯茶
水+一根香烟+一张报纸=‘报到时间’半天。有的
领导从不下车间班组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总是
互相扯皮、互相推诿，谁都不想承担责任，只图
安逸，不顾工作。像这样继续下去，怎么提高工
作效率和经济效益？改革岂不也成了一句空
话？”

信的最后，这名工人写道：“您若认为我的
建议可行的话，请将我写给您的这封信登报发
表，让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回信中，吴官正说：这个建议提得好，我
们在许多方面还不如人家，落后就要请先生，格
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中的一个。我们要进
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引进人才，把武汉的企业整
顿好、管理好、建设好。

“确实，格里希没有什么神奇、特殊本领，他
的经验说到底是个‘严’字——— 严格按科学规律
办事，按规章制度办事，严于律己，从严治厂。我
们为什么严不起来呢？是不合时宜的领导体制
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吗？是上级领导不支持吗？是
担心群众怕严吗？是我们不敢和不愿这样做
吗？”吴官正在信中写道。

最终，两篇往来信件，见诸报端。
不久后，这份报纸上出现了一个“为什么严

不起来”的栏目，供销公司的工人、国营工厂的厂
长、大学管理系的老师、武汉市市民……都参与
到这场“怎样学习格里希当好厂长”的大讨论中。

在持续 5 个月的讨论中，市化工局的刘共
华，提出某化工厂的职工队伍结构越来越趋向
于“亲属化”“家族化”和“世袭化”的问
题，厂长每处罚一个职工，不得不考虑是否触
及了哪一家族的利益；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的一
名读者，在信中分析，格里希受聘当厂长，完
全是一个“自由”“自主”的厂长，因而能实
现他的治厂计划，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领导体
制、生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中国厂长有外
国厂长那样的工作条件和权力；武汉锅炉厂的
一名普通工人，在讨论中，讲到该厂工人以前
经常迟到、早退、中途溜号，厂里整顿纪律的
时候，却常常有人托人讲情，他认为厂长从严
治厂不能讲情面……

到了 1986 年的第二季度，为了加强基础管
理，格里希集中精力起草工厂的改革方案，在两
个多月中，他日夜伏案疾书完成了一篇 26 万字
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把工厂的行
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实行
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

1986 年 11 月 1 日，这位“洋厂长”两年任
期结束，同时被聘为武柴的荣誉厂长。两年时
间，他让这家国有工厂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年产
柴油机从 1 . 83 万台增加到 6 万台；柴油机使
用寿命从 1000 至 1500 小时，增加到 6000 至
8000 小时；铸件废品率降到 5%，出口到东南亚
7 个国家，从年亏损 500 万元到年盈利达 600
万元……

此后，格里希的改革方案，也在武汉市三家
国有企业进行试点。聘任“洋厂长”在当时引起
如此轰动，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他搞活了一个
武柴，更重要的是证明了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
模式可以为我国所用，在改革开放初期，由此所
产生的“格里希效应”对推动武汉乃至全国的国
企改革影响深远。

（下转 10 版）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城市竞争之本、

动能转换之要、创新活力之源。去年，武汉市委提出，把招

才引智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力争 5 年内将 100 万大学

生留在武汉。大气魄引智、留才，将为武汉新一轮的改革，

提供不可或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34 年前，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就任武汉柴油

机厂厂长，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聘任的第一位“洋厂长”。

彼时，武汉市在引进人才为改革发力上的大胆尝试，引起

全国瞩目，更为全国在引进智力、重视人才、推进改革上树

立了典范

1

▲ 1984 年 11 月 1 日，格里希应聘担任湖北省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图为格里希厂长在该
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 新华社资料片

▲坐落在武汉汉正街都市工业区的格里
希铜像。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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